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
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蔡 燕

摘 要：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分化促使生活于两大空间的人们在生存发展的

价值判断、取舍基础上，出现了城乡“围城效应”，促成了城乡空间双向奔赴的文学书写。由乡向城奔赴的文学

书写包括学而优入城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流动、富而入城与入城而富的商业性流动、村民入城的生活性空间位

移，由城向乡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文人归田梦的精神性奔赴、衣锦还乡的炫耀性奔赴、归园田居的生活性和精

神性双重奔赴。唐宋城市转型释放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使得城市在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乡村的优

越性渐趋加强。城乡关系逐渐失衡也带来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文学书写中相应地隐含了对城乡文化差异

的认同。所以，城乡“围城效应”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双向奔赴，更是城乡在政治地位、经济方式、文化功能等深

层次博弈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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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乡村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地理、政治、

经济、生态空间，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空

间，作为两种文化力量的载体，它们的关系是相

互依恃联动的，这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深刻而

长远的。唐宋时期城市在空间结构、功能等方

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商品经济的强大动力进一

步强化了城乡物质、文化的分离，人们对城乡两

大经济、文化空间的价值比较及判断取舍，形成

了城乡“围城效应”的基础，具体表现在城乡文

化主体的双向奔赴：“珠衱丽人出郭，银钗村姑

入城。”（刘克庄《春日六言十二首》其四）春日城

市丽人与村姑相向而行的文学景观也是城乡

“围城效应”的文学象喻。文学作为现实的能动

反映，城乡文化主体双向流动的现实和城乡精

神文化双向奔赴的文学景观在文学走廊中反复

映现，既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性

的问题。

一、唐宋城市转型与城乡文化分离

城乡“围城效应”的基础是城乡多层面分

离，但是唐宋时期城乡有没有出现分离？西方

学界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是一体化

的：“现在有建立‘城乡一体化’之说，其实在近

代以前中国城乡倒是相当一体化的。这一观点

在西方学术界广为人知，几成常识，至今未见对

此作重大修正或挑战者，但这一观点在国内（中

国）学界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多注意。”［1］这样的

观点隐含了一种逻辑，即城市化的驱动力是工

业化，前工业化时代谈不上城市化，中国古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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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工业的不发达造成了城市化进程滞后。

而实际情况是工业化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动

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已经产生了独立的

区别于乡村的经济，这就是第三产业。……这

一时期城市化的推动力量是城市第三产业，由

此主导的农业革命进一步为城市增长提供了可能

性”［2］。城市犹如一个有机体，一旦形成就会逐

渐朝着自己的方向演进，只是这一进程有显隐

之分，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的第

二个高峰期，经济繁荣与城市转型联袂而行，而

在唐宋城市转型过程中，商品经济的繁荣强化

了城市不同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

点，并促使城乡分离。近年来，唐宋经济史学者

普遍认为城市一旦产生了区别于乡村经济的产

业就走上了与乡村分离的道路，中唐以后，“城

市的发展逐渐摆脱了乡村约束，城乡之间的地

位与作用也发生着变化，两者的差异不仅仅体

现在政治和地理意义上，更多的是城市工商业

的集中使得城市在有限的空间里聚集了各种生

产要素，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心’，城乡发展经济

分流逐渐呈现”［3］。所以，“唐宋以前，城乡之间

呈现出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唐宋以降，城乡关

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4］。

而较为稳妥的观点则认为传统中国“城乡分离

和一体是城乡关系的常态和基本形式”［5］。

城乡经济的分流必然会带来城乡文化分

离，“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唐代中叶以后政治经济

结构发生了变化，到了北宋时期渐渐趋于定

型。……北宋时已初步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

物质条件，或者说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若干因

素。这促使劳动分工的新变化：城市与农村分

离”［6］。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分离格局推

动了城乡文化变迁、冲突的进程，逐渐形成了区

别于乡村的城市文化，“随着中国传统城市的发

展，日渐呈现它自己一定的文化特性，是很自然

的，虽然这种特性还不足以如同在现代社会，使

它与乡村社会分道扬镳”［7］。而文化上的区隔

是城乡深层次分离的表征。

唐宋城市转型使得城市在政治功能以外的

商业、文化功能得到释放，与乡村闭塞、凝滞迥

然相异的开放、流动、竞争等城市光彩吸引着更

多的人向城市奔赴，虽然中国古代城市的根脉

依然紧紧地从乡村吸取营养，但城市的发展已

经走在远离土地、隔绝乡村图景的趋势中［8］，城

乡文化区隔已然成型。但是，当城市吸引大量

追逐政治功名和商业利益的人群奔赴时，在激

烈的竞争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及对人性的改变使

得城市问题初现，这时，鸡犬相闻、安宁稳定的

生活图景对城市问题的疗愈功能被放大。所

以，历史上乡村在政治、经济上的不断落败并不

意味着文化上的退场，当我们从城市发展的匆

忙步伐中回望乡村，我们会发现“乡村具有不可

替代的存在价值，并蕴含着重新振兴的内生动

力”［9］。这是城乡“围城效应”产生的动力机制，

也是其在当下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由乡向城奔赴的文学书写

乡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空间流向决定

着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谋生方式）的变

化，更反映出城乡在经济、文化博弈中的走向。

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由于城乡政治地位、物

质条件的巨大差距，城市的吸引能力初现：“农

民憧憧来往于州县，舍攻苦食淡之志，而渐起甘

美之愿；辞耕田力作之业，而习为游惰之态；亡

淳朴寡欲之性，而增长嗜好之事。田野之民弃

南亩而就城市者，举皆有焉。”［10］而且，当时也有

制度性支持：“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

徙而之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

籍。”［11］5214所谓附籍，就是附入当地户籍，乡民在

城市居住生活一年，即可拥有城市户口。所以，

“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12］。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民众由乡向城流动可以总

结为以下三类。

（一）学而优入城：政治性、文化性流动

唐代建立大一统政权后，文化一统要求对

以传统士族为主体的文化进行变革，故而唐初

开始实行削弱士族的政策。被史家反复提及的

两则史料很能说明问题。一则是唐太宗时编撰

《氏族志》，太宗对编撰者沿用旧有姓氏等级极

为不满：“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

因崔幹犹为第一等？……不须论数世以前，止

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13］2444并下令按照当前

的居官品第来确定姓氏的等级。另一则是武则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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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代，变《氏族志》为《姓氏录》，目的就是进一

步打击削弱士族力量。

在高度的中央集权背景下，朝廷除了以强

权变更旧有的社会阶层等级结构外，还需要有

制度性的怀柔手段来瓦解旧有的社会秩序和格

局。其中，通过科举和其他选拔制度有效吸纳

士家大族子弟服务新朝政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措施。从汉末到唐初，传统士族是处于皇帝与

百姓之间的重要社会力量，经过隋唐的科举考

试选人制度的调整，被中央政权有效吸纳整合

为集权统治力量，削弱甚或斩断了传统士族与

地方休戚与共的关系，地方权威性、代表性的降

低，使他们无法与中央分权从而被纳入国家体

制，毛汉光称这一现象为士族的中央化、官僚

化①。韩昇则认为与其把这一过程称为中央化、

官僚化，倒不如说是士族从乡村向城市迁徙，在

这一进程中，既有科举和其他选官制度的政治

性迁徙，同时也有文化性、生活性的迁徙，这种

迁徙不仅是流向京城，还有向地方性城市特别

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城市的迁徙，总的来说

是从乡村向城市的移动②。士族向城市迁徙不

仅有科举和官僚化的推动，也有经济发展和城

市繁荣的吸引，既有政治性迁徙，也有文化性、

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

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

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

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14］415。这个迁徙的过

程既是士族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士族政治

社会基础渐次瓦解的过程，到宋代士族政治社

会力量完全被消解，形成了官僚政治。

宋真宗以天子之尊劝谕士子“男儿欲遂平

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赵恒《励学篇》），并许

以“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等

物质劝诱，吸引大量身处乡野而“欲遂平生志”

的农家子弟走出乡村，奔赴城市。学而优入城

这条道路的拥挤艰难并不能阻挡乡村士子向城

而行的坚定步伐和高涨的功业热情：“孤村到晓

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身

处荒村野地的士子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的梦想支撑下砥砺进学。

村野士子学成及第后一般很难从城市回流

乡村，“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

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

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

目的。……因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

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

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15］。唐宋以后，

更多的文人出于仕进需要，或者为追求更高品

质的生活条件，会选择城居而不是回归原籍乡

土，这一点在宋人言辞间明确地表露出来：“国

朝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

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

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14］934 其实，文人

士大夫心系的不仅是“功名进取”，“舟车南北之

利”“纷华盛丽”的京邑之美也同样为士大夫所

“贪”、所“悦”。

当城居成为士人的生活常态以后，城市对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具有政治、生活、文化等多层

次的意义。唐以后，街坊的名称甚至代替籍里

成为仕宦官员的标志性称谓，如“元和后，大臣

有德望者，以居里显”［16］。又如“近俗以权臣所

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17］。韩昇曾

列举多例官员去世后不再归葬籍里，而是葬于

其所生活的城市附近，文人士大夫去世后不再

扶灵归葬籍里而是依城而葬，这种反以他乡为

故乡的现象表明城市已然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

神归宿。而士族中央化的过程，也是士族认同

城居背景的过程，是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化进程

的重要特征③。

（二）富而入城与入城而富：商业性流动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初盛唐时期，

城市功能相对比较单一，凸显的是政治性、军事

性，其相对于农村的经济、文化优势还未得到充

分彰显。文人士子对城市疏离的文化心理其实

也受制于隋代和唐初城乡差别尚未明确的历史

现实，当时城郭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并未

明显优于村民，并没有形成中晚唐时期乡村农

户欣羡城市的心理。但是，在唐宋城市转型进

程中，商品经济突破封闭的坊市制局限，其“分

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唤醒了城市

活力，城市在物质、文化等层面超越乡村，为人

们提供更为优越的生存空间。

在当时乡人的观念中，富足就应该迁居城

市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并开辟更为广阔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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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而非局限于凝固、封闭的乡村。《录异记》

载：“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

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

家稍充给。农桑营瞻，力渐丰足。乡里咸异

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载麦，溯流诣州市。”途中

遇风波靠岸，在岸边“穴中得钱数百万，弃麦载

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

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

市”［18］。胡氏子中的“最小者”于“穴中”获得意

外之财，家境“益富”，于是“不欲久居村落”，而

到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这一细节反映出

当时乡人富而入城的迁居观念。

商品经济强化了城市对财富的聚集效应，

同时也吸引了大批追逐财富的冒险者，其中不

乏乡人入城经商暴富者。元稹诗《估客乐》展现

了起于乡村的“估客”入城而富的过程，其“求利

无不营”，逐渐脱离了乡村转而从事长途转卖的

冒险交易：“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诗中的

“估客”无疑是乡人入城而富的成功者。该诗值

得注意的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估客”完全脱

离了与土地的联系，虽然其经营商品的来源地

空间跨度极大，甚至已超出中土，但其经营活动

都是围绕城市展开。第二，不仅“估客”自身切

断了与土地的联系，其后代更不可能回流乡村：

“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

州县征。”第三，“估客”切断了乡土道德的羁

绊。诗歌更多是从义利之辨的道德批判角度来

揭示入城“估客”的人性蜕变：“一解市头语，便

无乡里情。”“市头语”是经商之道，与农耕社会

宗法制度下温情脉脉的“乡里情”形成尖锐对

立。经过商品经济洗礼的“估客”牢记“火伴相

勒缚，卖假莫卖诚”。即使回到乡里也是唯利是

图的面目：“ 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

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

其生存、交往方式与乡村血缘宗亲的单纯温暖

全然相异，而进入了以富谋贵和以贵谋富双向

循环的传统商业模式：“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

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其背弃乡村传

统道德的同时是财富的迅速积累，“富与王家

勍”，生活上光鲜富足，“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

馨”。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不抑兼并”政策，土地

兼并日益严重，更多的失地村民拥向城市经商

或从事手工业，这个群体中的暴富者毕竟是少

数，大多数入城乡民都挣扎于贫困线上。

（三）乡民入城：生活性空间位移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乡流动可分为垂

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以上两类入城者都属于阶

层流动中的垂直流动，垂直流动带来身份、地位

的变化，水平流动则只是空间和地域层面的轨

迹变化④。其实乡民入城更为常见的是不发生

身份、地位变化的水平流动，往往是暂时性的，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类。

第一是欣羡城市繁华而入城游赏。其中以

节庆尤盛，特别是上元节入城游赏观灯：“岁正月

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

女倾城来观，或累数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张所

在，听其往来，一无所禁。盖习俗然也。”［19］第359 册，191

衡州城“张灯火，合乐”，“州之士女倾城来观”，

其中也包括附近大量乡民“累数舍，竭蹶而至”入

城游赏。而从范成大的《灯市行》一诗中可以看

出，在苏州这类繁华城市，上元灯市时间不再受

限，“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此时

尚有农事牵绊的乡人也忍不住前往城中一睹为

快：“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

侬家亦幸荒年少，始觉城中灯市好。”当年岁丰

熟时，衣食充裕的田家入城游赏，为城中灯市所

吸引而流连忘返，直至天已破晓才回村：“田家

舂米盛土仓，祠灶新鲙鲤与鲂。粥分口数顾长

健，不卖痴呆侬自当。 火照天田蚕好，打灰如

愿从所祷。一声竹爆阳春回，城里看灯归已

晓。”（张侃《田家岁晚》）其他节候亦然，田况的

《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描写蜀地“蚕市”：“高

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

民意，又见笙歌入市来。”乡人蚕市赶场，一方面

是购置蚕桑养殖所需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感受

城市笙歌繁华的一次游历：“倾囷计口卖余粟，

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镈

资男耕。空巷无人斗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

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苏辙《蚕

市》）

第二是由于日常生活所需被动入城。在唐

宋城市转型进程中，“两税法”实施后，土地私有

制的发展和以钱币代替实物纳租，促使生产朝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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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价值交换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

展。乡民被纳入商品市场交换机制中，被迫从

自给性生产转入商品性生产。如朱继芳《城市》

云：“村翁生长在柴门，身有丁男犊有孙。为了

官租才出市，归家夸说与乡村。”“官租”迫使生

于僻陋之地的“村翁”进入城市进行商品交换，

却也见识了城市繁华，“归家夸说与乡村”。柳

宗元《宋清传》所载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

善 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

之”［20］5982。宋清的“善药”均由乡间“自山泽来

者”所供。至宋代，“近城乡民，全借将些小系税之

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21］。其实，不只是“近城

乡民”，就是“穷乡荒野”的“下户细民”在冬正节

腊日也“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

钱，买葱、茄、盐、醯，老稚以为甘美”［11］6789。乡人

的生活、生产资料都已进入交换市场，“孙儿辈

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22］。张耒《感春》

言：“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

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山民靠山吃山，

以薪柴入市交换粟粮养家。围绕城市市场所需

的商品性生产使乡人出入城市的频率增大，而

奔波于城乡之间的乡人也敏锐地发掘了新的牟

利渠道并形成多样化生存策略，比如为迎合市

民的娱乐需求在乡间搜求促织到城市贩卖谋

利，“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每日早晨，多于

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伙斗者。乡民争捉

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

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23］。

第三是乡民入城长期务工。城市聚集了大

量权贵、富商、市民，这些庞大群体的日常生活

需要多样化的服务行业支撑，唐传奇《李娃传》

中荥阳郑生为娼妓所骗，荡尽资产流落至凶肆

以唱挽歌为生，说明中唐时期城市殡葬业已经

成熟，而东、西市两个凶肆于天门街陈设凶器、

举行挽歌竞唱等活动以竞争高下，失败者罚钱

五万，可见这一行业已形成激烈的商业竞争。

繁荣的城市服务业对人力的大量需求催化了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力市场的出现一

方面反映了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的松弛，同时

它也为城市服务业的兴起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

来源”［24］345，“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时期城乡

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

势”［24］344。宋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今之农与古

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

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

是也。”［19］第 338 册，88-89 城市发达的人力市场吸引农

村人口入城务工，北宋汴京城“早晨桥市街巷

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

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25］。南宋

临安城“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

则供饧糠，养猫则供鱼鱿，养鱼则供虮虾儿”［26］340。

维持这样的商业服务也需要不少的人力资源。

当然乡人入城也并不仅限于从事服务业，还有

佣耕于人者。如鄱阳阳步村民吴六，“淳熙间，

弃其父母而来城下，寄食于学前菜园家，受庸

作”［27］1287。甚或还有村民进城从事娱乐业，“有

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

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26］421。“村落百戏之人”

在城市撂地为场，卖艺为生。当然，乡人入城务

工、卖艺等，不过是“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

很多人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是城市繁荣的

功臣，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身份上依然是城市

的他者和落败者。

三、由城向乡奔赴的文学书写

（一）千古文人归田梦：精神性奔赴

田园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经久不衰的题

材，其内在的驱动力量是文人的归田梦。文人

士子长期奔波于功名之途，得意之时鲜少，在违

心负重前行中，归田犹如一束光照亮了他们的

精神逃逸之路。苏轼在“散材”“疲马”的自况和

“人间歧路知多少”的宦途多艰感慨中，“试向桑

田问耦耕”（苏轼《新城道中二首》其二）的退却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内心的苦闷。很多文人

虽然对城市竞逐深恶痛绝并“益悔居城市”（白

居易《题元十八溪亭》），但身体行迹却“无由谢

城市”（毕仲游《城中见山》），所以苏轼“幽居未

深”的归田隐居往往只是精神向往而非行迹实

践。如毕仲游《索马》云：“朝市心虽懒，江湖计

未成。因循已三十，真恐误生平。”又如孟浩然

《李氏园林卧疾》云：“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

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邻清。伏枕嗟公干，归

山羡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很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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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们寄希望于年老退仕后能够把这种精神性

奔赴转化为生活性奔赴：“微官共有田园兴，老

罢方寻隐退庐。”（苏轼《傅尧俞济源草堂》）而实

际情况是大多数文人终身违己交病地流连城

市，或者身未老就已在城市奔波中遗憾谢世，苏

轼就是一个典型。

“归田”既然是文人的精神追慕，他们在文

学书写中必然会衍生出大量田夫渔父形象，这

些形象往往是他们生活中惊鸿一瞥的印象摹

写，缺乏深入长久的体察追踪，所以更多的是文

人归田梦的投射对象，而非生活实相。如苏轼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四）》中所写乡村“八十

余”的老人“不识城市娱”，所以全然没有受到商

业经济的浸染，以家种“甘冷”老树荔枝和酒款

待过客，并“不问钱有无”。晁补之的《渔家傲》

言：“渔家人言傲，城市未曾到。生理自江湖，那

知城市道。”渔人的生活飘摇在“清川”之上，与

来往“七八船”渔人“但见笑相属，不省歌何曲”，

在渔歌悠扬中，“至老不曲躬，羊裘行泽中”。员

兴宗《自荆入沌至鄂凡十日沌中》中的乡人以渔

耕为生：“一生宅莽苍，岂觉城市娱。出户舟为

步，入户羹为鱼。田牧我有时，牛羊与之俱。但

愿粳稻丰，俯仰无所须。”如此自由无拘的生活

让诗人“我兴愧其言，劳生叹囚拘”。这类诗作

都在反复叙说田夫渔父形象与城市绝缘，实则

是文人由城向乡精神性奔赴的映现。

正是这种爱而不能的矛盾心理张力成为他

们反复回望乡村山林，并形诸笔墨的心理内驱

力量。所以，“归田”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隐梦，

唐宋文人依城望乡的乡村浪漫书写是他们在宦

海沉浮或功名冷落中的精神逃逸空间，却并非

行迹实践，更不是现实安居之所。这样的书写

一方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沉潜着爱

而不得的无奈和悲凉，这是王维、孟浩然等人田

园诗成为悬浮于现实乡村之上农耕乌托邦想象

的原因，也是苏轼和陶渊明田园诗创作的心理

根源。所以李泽厚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

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

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

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28］。

（二）衣锦还乡：炫耀性奔赴

衣锦还乡缘起于古代帝王将相霸业功成返

乡的政治性炫耀和物质性夸饰展演，“富贵不归

故乡，如衣锦夜行”［29］。刘邦衣锦还乡在历史上

广为传颂，到唐代依然是激励人心的盛大场景，

唐高祖也由衷地认同，“衣锦还乡，古人所尚”［13］2333。

唐太宗李世民诗作《过旧宅二首》《还陕述怀》

《幸武功庆善宫》都有霸业功成、衣锦还乡的自

豪与炫耀。吴越王钱镠的《巡衣锦军制还乡歌》

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

晖。……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

归。”其衣锦还乡场面极为壮阔激昂，碧天朗朗，

锦绣生辉，驷马奔腾，诗作慷慨雄壮。

帝王将相霸业功成后衣锦还乡在中国历史

上毕竟是极少数的，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完善

使得一些乡野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梦想得以实现，这种社会层级大幅度跨越的

荣耀，其最好的展示舞台便是乡里熟人社会，

“之官便是还乡路，白日堂堂著锦衣”（方干《送

婺州许录事》）。唐宋以后衣锦还乡的群体更多

是及第士子，他们及第后书写了大量衣锦还乡

诗作，直书如“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闾年少

看”（卢肇《成名后作》）。又如“六年衣破帝城

尘，一日天池水脱鳞。未有片言惊后辈，不无惭

色见同人。每登公燕思来日，渐听乡音认本

身。何幸致诗相慰贺，东归花发杏桃春”（章孝

标《初及第归酬孟元翊见赠》）。在昔日衣破帝

城的苦苦煎熬与今日“天池水脱鳞”后东归途中

杏桃春色的绚烂比照中，诗人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但这类诗作容易有自夸之嫌，自书者言

辞也不免拘谨闪烁，所以更多是借酬送他人擢

第畅想衣锦还乡的荣耀轻快，如“称意人皆羡，

还家马若飞”（岑参《送薛彦伟擢第东归》）。而

在众人的欣羡中，中第才子的还乡之路可谓“春

风得意马蹄疾”。如钱起《送李四擢第归觐省》

曰：“才子欲归宁，棠花已含笑。高门知庆大，子

孝觉亲荣。”才子中第归宁的消息带来了家族的

高光时刻，高门子孝，就连庭院中的棠花都感知

到巨大的喜悦而含笑相待。又如钱起《送郑巨

及第后归觐》曰：“多才白华子，初擅桂枝名。嘉

庆送归客，新秋带雨行。离人背水去，喜鹊近家

迎。”学子荣归喜鹊相迎，这是多么温馨美好的

祝愿。再如钱起《送张参及第还家》曰：“大学三

年闻琢玉，东堂一举早成名。借问还家何处好，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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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人含笑下机迎。”“大学三年”刻苦进学，如切

如磋，一朝中第成名，悬想还乡最为动人的场景

是“玉人”走下织机含笑相迎。

（三）归园田居：生活性、精神性双重奔赴

富贵还乡是政治性、经济性的炫耀，归园田

居则更多的是文化性的皈依、现实性的生存践

行。袁行霈在论及陶渊明诗歌“回归主题”时认

为“归”有三重意义：一是“回归田园……去过躬

耕自给的生活”；二是“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

然本性，过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率真生

活”；三是“离开人世”。并认为第一层是“生活

意义上”的回归，第二、三层是“哲学意义”上的

回归⑤。归园田居主体首先在哲学认识意义上

渴望“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对城市政治的竞

逐挤压深恶痛绝，“睚眦见憎，本出一朝之忿；排

挤尽力，几如九世之仇”［30］。基于这样的认知，

诗人弃绝朝市功名富贵，决然归田，“饱知游宦

无多味，莫恨为农老故乡”（陆游《村居书触

目》）；“宦途自古多忧畏，白首为农信乐哉”（陆

游《村居初夏》）。陆游认为“万里耕桑吾道尊”，

“耕桑”是士人读书求仕以外守道自尊、自爱的

途径。归田守道，也是士人对抗社会不公的傲

骨表征。因为“士虽以读书求仕为事，却不但不

耻于耕，且以不知耕为耻。中国士大夫鄙商不

鄙农。‘耕读传家’，耕与读都不卑下”［31］。在这

样的体认基础上，陆游纯然沉浸田园农事稼穑

之乐：“陆子白首安耕桑，乐事遽数乌能详？”（陆

游《村邻会饮》）“西郊犹近市，北崦渐谋耕。”（陆

游《北崦》）这样的生存方式，将个体人生融入田

园风物的勃勃生机中，“檐日桑榆暖，园蔬风露

清。金丹不须问，持此毕吾生”（陆游《邠风》）。

诗人直到 84 岁还“耕牧犹能力”（陆游《八十四

吟》）。当然，这类诗作不免有傲然城市政治之

上的激愤书写，如“君看早朝尘扑面，岂胜春耕

泥没踝。为农世世乐有余，寄语儿曹勿轻舍”

（陆游《江村初夏》）；“郊居不与人间事，惟有耕

桑得细论”（陆游《与儿孙同舟泛湖至西山旁憩

酒家遂游任氏茅庵》）；“北窗本意傲羲皇，老返

园庐味更长。犊健戴星耕白水，蚕饥冲雨采青

桑”（陆游《北窗》）。“早朝尘扑面”“人间事”“羲

皇”都指向城市政治的纷扰，在此参照下，“耕

桑”脚踏实地、自食其力的自由无拘方显难得。

辛弃疾也自称“白发归耕”，“人间走遍却归耕”，

“晚岁躬耕不怨贫”，“从今自酿躬耕米”。很多

时候，“亲近农事是士大夫的一种大雅若俗的文

化骄傲”［32］。

归田既然要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然本

性，过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率真生活，故

乡村也就不再是政治功业的荣耀、物质性夸饰

展演的场域，而是现实性的日常生活场景。范

成大归乡后身份下沉，自称“本来识字耕夫

耳”，其对“衣锦还乡”的政治神话嗤之以鼻：

“何须驷马衔乡关，只作归农老圃看。”（范成大

《晚归石湖》）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有躬

耕实践生活的，“一昨成归卧，于今负耦耕”（范

成大《阊门初泛二十四韵》）；“今朝南野试开

荒，分手耘锄草棘场”（范成大《检校石湖新

田》）。范成大的躬耕实践虽然不是生计所迫，

但这样的经历显然让他深入体察农人的生产生

活，使其田园诗呈现细节的鲜活真实并具有高

度的概括性：“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

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范

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十二绝》）江南乡村农人农

事生产、商业交换等丰富场景被诗人展现在短

短的一首绝句中。如果没有与村民一同俯身躬

耕的实践体察，其田园诗中就不可能出现大量

本色当行的代言体书写⑥。

四、失衡的城乡“围城效应”

“围城效应”是人类不安于现状追求更加美

好生存空间的心理需求映射，从以上论述中可

以得出唐宋时期城乡主体双向奔赴的结论，而

实际情况则呈现出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在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市在物质经济、社会文

化等方面相对于乡村的优越性渐趋加强，城乡

关系逐渐失衡也带来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

反映在城乡双向奔赴的文学书写中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是观念上的变化。在隋代和唐初，乡

民对于迁居城市极不情愿，隋炀帝强迫村民迁

居城郭，引起百姓的极大怨愤，加速了危机四伏

的隋政权覆亡的进程。唐初高祖李渊吸取教

训，采取以现所居事实为准的“村坊制”形式安

94



顿百姓。但武则天时期曾强迫关西农户放弃田

产住宅迁居长安，遭到了农户的抵制，当时官员

徐坚上疏力劝武则天罢除此举：“然高户之位，

田业已成，安土重迁，人之恒性。使者强送，绳

勉进途。一人怨嗟，或伤和气，数千余户，深宜

察之。”［20］2765但是，中唐以降，城市不仅是文人士

子追逐功名、商人逐利的场域，也是普通乡村民

众向往的乐土，“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

苦也”［11］9612 成为宋人共识。在宋代的都市笔记

中，城市的光鲜夺目与乡村的本色自然形成巨

大反差，城市的绚烂多姿对乡人的吸引是强烈

的。洪迈在《夷坚志》中讲述乐平新进乡农民陈

五“为翟氏田仆”，在家染疫病死，因“胸臆尚暖，

家未忍瘗”，历三昼夜复活讲述其间为神人将军

所挟，神游西湖的经历。神人将军最大的遗憾

是：“我闻得杭西湖境致极好，常恨平生不曾

到。”而陈五“每以暇时，受他人庸雇，负担远

适”，想必识得去往西湖之路，神人将军恳求陈

五“请尔引导。候看了当放尔”。在陈五的引导

下神人将军“到临安游湖。天竺灵隐，市肆园林，

逐一行遍”［27］1259。陈五所述之事诞幻之极，但其

间神通广大的神人将军对繁华都市的向往之情

却值得关注，这实则反映了当时普通乡人对城

市生活的欣羡心理。

其次，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奔赴对方之“城”

时，看与被看的意味是值得深究的。都市笔记

中反复嘲谑乡人进城的呆钝、愚昧⑦，构成强大

的话语场，市民在“土俗”“土气”等污名化、贬斥

乡人的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中获得身份优越

感。这种城里人的优越感并非仅限于市井小

民，城市不同层次的成员在文化观念、审美趣味

上并非完全隔绝而是交融互渗甚至走向趋同，

形成一种话语共谋。“新的缙绅阶级与旧式贵族

不同，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更像寓居的地主

而不是农村里的乡绅。由于几乎所有的官员和

富商也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就聚集了社会的

领导阶层，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

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33］

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新的缙绅阶级”不再

是“农村里的乡绅”，而是居住在城市的“官员和

富商”，他们的“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

特征”。

从理性层面看，对于由乡向城奔赴的乡民

群体（学而优入城者例外），基于农本思想的文

人士大夫多持道德性的负面评价：“乡村无赖子

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

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19］第 55 册，308“今天

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耒

耜之勤，心不知田亩之乐，为淫巧奇技、屠贩游

博。”［34］宋人认为乡民就应该安土重迁，像他们

的父祖之辈一样“黏着在土地上”［35］。在文学书

写的感性层面也同样蕴含着城乡文化层级差

序：“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

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范成大《夔州

竹枝歌九首》其一）诗作在自我解嘲中对城乡文

化层级差序的认同，挥之不去的是乡下人的卑

微。李若水《村妇谣》曰：“村妇相将入城去，呵

之不止问其故。”对相约进城的村妇行为不解中

难免有嫌弃意绪。面对大量入城游赏、讨生活

的村民，城里人深入骨髓的嫌恶很难遮掩：“田

间野妇盈衢巷，怪我还能与共进。”（李纲《上元

日》）这类诗作的嘲谑对象往往指向城乡生存状

态和体貌服饰差异巨大的乡下女性群体。所

以，进城的乡下人终究还是城市的他者，虽然

“农民不是世界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社会变

迁的力量，哪怕他们从属于一个经常将他们遗

忘了的社会”［36］，但千百年来，农民进城的境遇

并未有大的改观。

不管是乡下人进城还是城里人还乡的书写

中都隐含着对城乡文化层级差序的认同，即使

在一些貌似对城市政治批判的作品中也隐然可

见，如元代睢景臣的《高祖还乡》，虽然看与被看

的关系被颠覆了，致使人们更多看到作品对帝

王政治威仪的批判嘲讽，但却往往忽略了其间

指向乡村愚昧、狭隘、凝滞的调侃嘲谑。其实，

在《高祖还乡》中，城市政治的虚伪可笑与乡村

民众的狭隘滑稽互为表里，流露出来的依然是

城里人的优越感。所以该作品的双重指向形成

了对城市政治和乡村诗意的双重解构。

最后，在唐宋城市转型的城乡“围城效应”

中，乡下人进城在现实中成为主流。乡村在衣

锦还乡者的奔赴中只是成功者暂时展演炫耀的

舞台，富贵还乡之人终究还是要回归城市实施

政治权谋和进行经济牟利。富贵进城、进城富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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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者则不大可能返回乡土，“人们常用‘以末致

富，以本守之’来形容传统社会商人的价值取向

与资本流动趋向，这种模式导致商业资本回流

土地，似乎是中古商业资本流向形成的固定模

式。但从笔记小说中的描述，在城市商品经济

发展的现实下，很多情况下，不少商人已经脱离

了与土地的基本联系”［24］362，乡村在文人生活意

义上的粗陋、愚昧使其成为现实中无法返回的

故乡，所以城里人还乡往往是精神性、短暂性

的，而乡下人进城则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

延续至今，显现出城市对人口和财富强大的吸

引能力。白居易从政治理性层面对农人充满深

切同情：“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

而当其处身乡村时的感性书写却是百般不适

应，“田园莽苍经春早，篱落萧条尽日风。若问

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门闭仍逢雪，

厨寒未起烟。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村居

二首》）。生活的窘迫与精神交游上的落落寡欢

使其村居生活鲜有诗意可言。宋人虽然更为务

实，但村居生活在精神文化上无人应和的寂寥

也时有流露：“俗子有钱村亦乐，秋田米熟歌牛

角。三家村墅无官方，夜半呼卢笑声谑。寻思

我辈不如君，平生读书徒苦辛。遭时丧乱未得

志，长策短藁无由伸。不如卖剑买牛去，也学此

翁村里住。只愁夜半月明时，得意无人和诗

句。”（刘过《村墅》）所以，白居易在城乡分离的

心理矛盾焦灼中折中出“中隐”之路，筑居城市

园林以达到不离城市而享村野之趣，在物我交

融中重温农耕文明造就的隐梦并有效慰藉在城

市中无处安放的灵魂。

乡村是我们共有的家园，不能因为城市的

繁荣而使乡村成为我们回不去的桃花源。理想

的乡村应该不仅是文人依城望乡的乌托邦想象

与建构，还应该从“可行”“可望”到“可游”“可

居”［37］，但理想的实现在现实中还有漫长的距

离，城里人还乡的艰难至今还在延续，并成为

当下乡村振兴需要着力破解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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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Literary Writing of the Urban-Rural“Siege Effect”in the Proces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ai Yan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rban transformation led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led to urban-rural“siege effect”, where
people’s move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paces was based on value judgment and trade-off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ry writing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pace. The literary writing depicting
the migration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y often reflect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such as opportunities for
city life through excelling in education, the commercial flow by possessing wealth or getting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rich, and the living space displacement of villagers into the city; the literary writing portraying movement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includes the spiritual renewal of the literati returning to rural life, the noticeable return to the
hometown after gaining fame, and the acts of living or spiritually reconnecting with agricultural life.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released the vit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which h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ity over the countryside in material economy, social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The
gradual imbalance between urban-rural relations also led to a disparity in the“siege effect”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recognition of urban-rural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subtly reflected in literary writing. Therefore, the urban and
rural “siege effect” is not only a two-way trip in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deeper negoti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political status, economic mode and cultural function.

Key words: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rban-rural relations; “siege effect”; literary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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